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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考古实证西藏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

伟大祖国的西南边疆，高耸的雪域高原为世人所

瞩目，这就是被称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的青

藏高原。从地理区位上看，西藏是青藏高原的核心区域，

位于其西南部。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海拔在 3500

米至 5000 米之间，雄踞亚洲大陆。

长期以来，青藏高原曾被视作人类生命的禁区，

汉藏文献所记载的人类出现于高原上的历史比较晚近。

直到公元 7世纪吐蕃政权兴起之前，汉文史书中仅有

“吐蕃本西羌属”之类笼统的记载，晚期藏文文献所讲

述的西藏历史则充满传说和神话色彩。在传说中，西

藏最早的人类是神猴与罗刹女的后代。即使按照这种

充满宗教色彩的神话传说来看，西藏最早的人类历史

也不过相当于中原地区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

现代考古学进入青藏高原，完全改写和重建了西

藏史前史，文物考古的实物形态提供了观察西藏历史

与社会发展进程最为直接的证明资料，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在总结一百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的巨大成就时所

说的“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

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中国考古学不断取得的新

发现和新成果，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源

泉之一。同样，文物考古的实物也为我们深刻认识各

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共同谱写西藏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华章提供了丰富而扎实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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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协办

高原各古代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始于史前时代

迄今为止，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一

部青藏高原的人类史、文化史和文明史的基本框架已

经形成，利用考古资料大体上可以勾勒出西藏史前史

的轮廓。

从最早的旧石器时代开始，距今约 10 多万年至

5 万年，人类已经从不同的方向和路线，按照不同的

生存方式和步骤踏上青藏高原，以打制石器为主从事

采集和狩猎活动。从藏北高原的尼阿底遗址，到川西

高原东部的四川稻城皮洛遗址，再到西藏西部的夏达

错遗址，在这些近年来新发现的高原旧石器时代的遗

存当中，均显示出文化的多元性特征。其中既有过去

曾被认为是起源于西方的莫斯特手斧系统的标本，也

有华北旧石器、南方旧石器时代工艺。虽然目前对于

这些早期踏上高原的人群是通过何种途径、以何种方

式进入高原的还有待进一步探索，但其与东亚地区、

中国北方和南方旧石器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已经可以

得到证实。

进入到距今约 5000 年以后，西藏昌都卡若遗址、

小恩达遗址以及山南昌果沟遗址、拉萨曲贡遗址等一

系列新石器时代重要遗址的发现，更加清晰地揭示出

高原各民族在加速文明发展步伐的同时，也与周边考

古学文化之间发生了更为密切的联系。上述考古遗址

中既能反映出高原古代民族自身的文化特点，同时又

与黄河、长江上游地区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出现了若

干相似的文化因素。例如，卡若遗址中出土的农作物

为粟类，遗址为半地穴式的红烧土房屋，流行彩陶花

纹，陶器的造型等与黄河上中游地区的原始文化均具

有很强的可比性。卡若遗址和小恩达遗址陶器的纹饰

以刻划纹为主，与金沙江流域的云南白羊村、元谋大

墩子文化陶器装饰手法相似。尤其是在卡若陶器中发

现的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的双体兽形陶罐，更是在黄河

上游及川西北、滇西北史前文化中均可见到。这些文

化因素和黄河、长江上游的史前文化，都保持着相同

的发展节律和相似的“文化基因”。早期踏上并定居

高原的人群在物种的选择、培育、传播等各个方面都

发挥出极大的聪明才智，从引进少水抗旱能力极强的

粟作，到更大范围传播和种植大麦品种之一的青稞，

他们在高寒条件下最终确立了以青稞为主食，辅以豌

豆、小麦等的农作物体系。

进入到文明时代以后，西藏考古大体可以分为

“早期金属时代”（约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公元 7 世纪以

前西藏“小邦”时期）和唐代吐蕃政权统治时期（公

元 7 至 9 世纪）两个发展阶段。“早期金属时代”西

藏的考古学遗存，主要有石丘墓（包括石棺葬）、洞

室墓、大石遗迹以及出现大量动物形纹饰的古代岩画

等。近年来新出土的阿里故如甲木墓地、曲踏墓地、

桑达隆果墓地均属于这个时期。这些考古遗存与我国

北方草原、西南山地等古代民族的考古学文化之间，

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少学者研究指出，这一时期青藏

高原流行的石丘墓、大石遗迹以及动物形纹饰都具有

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从欧亚草原经过中亚而达中国

的北部和西部，自远古时代开始，就是众多游牧民族

生活、征战、迁徙、融合的历史舞台。而我国北方从

商代晚期开始至汉晋时代，也曾经有过众多北方草原

地带的古代游牧民族如羌、匈奴、鲜卑等均分布和活

跃于青藏高原周边地区。因此，西藏这一时期的考古

学文化也实证了当时在青藏高原的各民族与这些古代

游牧民族之间曾经有过广泛的交往交流交融。从考古

资料可以看出，西藏古代文明在其发生和发展的历史

进程中，一方面不断形成自身独特的高原文化传统，

同时又与周边地区的各民族之间保持着密切联系，一

些后来形成为西藏文明内核的文化因素，其中也包含

了我国北方草原、西南山地等地区古代文化的丰富养

分，是在与这些文化相互吸收和融合的过程中孕育而

成的。从目前可以观察到的西藏从史前至吐蕃时代考

古学文化的发展轨迹中，我们既可以感受到来自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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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考古实证西藏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

北方、西南等周边区域对西藏所产生的持续不断的吸

引力，反之同样能感受到西藏文明在自身发展过程当

中对于这些地区越来越强的向心力。正是在这两种力

量的交互作用之下，西藏古代文明发展的轨迹始终围

绕祖国内陆地区旋转，而不是朝着其他方向。

科学的考古证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无可否认的事

实，即从旧石器时代直到新石器时代以至其后各个历

史时期，西藏的文化和文明都与祖国内地有着千丝万

缕的紧密联系，其发展轨迹始终朝着东向发展，其

“文化底色”从一开始便打上了浓厚的东方印记。考

古学是一门实证科学，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交叉

学科，它的学科特性超越了传统文本书写的偏见与片

面。正是用实物组成的证据链向世界展示出前所未有

的西藏人类史、文化史和文明史的新篇章，令人信服

地向全世界讲述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高原各古代民族共同创造了西藏历史和

西藏文明的“中国故事”。

唐代吐蕃高原各族人民 
共同创造了“高原丝绸之路”

公元 7 世纪前后，西藏地区各分散的古代部族如

女国、苏毗、大小羊同等逐渐为不断强盛的吐蕃所融

合，最终形成统一的吐蕃政权。吐蕃之王松赞干布将

都城从山南迁到如今的拉萨（古称逻些），并创立了

文字、城堡和地方性政权，通过与大唐和亲、向大唐

朝贡，借鉴中原和周边民族的文明成就形成各种制度

文化，进入到有史可载的西藏历史时期，揭开了西藏

文明史的新篇章。

近年来考古发现的吐蕃时代的各类考古遗存，包

括地上文物与地下文物两大类别，重要的有古藏文金

石铭刻、古藏文写卷、木牍、寺院建筑、墓葬、石窟

寺、金银器、丝织品、佛教造像与绘画作品等不同的

门类，极大地补充了既往吐蕃社会史和吐蕃文化史研

究资料的不足。通过对这些考古实物的研究，我们可

以从中发现，如今藏族文化的许多主体因素，如藏文

文字、宗教信仰、艺术传统、生活习俗、礼仪制度

等，在吐蕃时代便开始形成，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

响。更为重要的是，从考古实物材料中还可以提供吐

蕃上层在思想文化和制度构建过程中，深受唐代礼制

文化影响的大量物证。例如，吐蕃陵墓（俗称藏王墓）

取法于汉唐中原陵墓制度，陵墓形制以四方形或梯形

的封土形制为贵，可视为汉唐以来中原地区帝王陵墓

“方上”之制的直接翻版。藏王墓中设置石碑、石狮

等陵园附属建筑，形成与地下陵墓相辅相成的陵园地

面标志的做法，也是受到汉唐陵墓制度的影响。至今

矗立于拉萨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桑耶寺前的兴

佛证盟碑，以及吐蕃藏王墓园中发现的墓前石碑，均

具有龟形碑座，这种立碑刻字并使用龟形碑座的做法，

无疑也是当时由中原地区传入的。这些丰富的考古实

物，以大量文献所未曾记载的细节，反映了高原各民

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吐蕃政权地域辽阔，成为与东亚、中亚和南亚各

国相毗邻的唐代最为强大的地方政权。考古发现充分

证明，西藏并非是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从人类

踏上这片神奇的雪域高原伊始，就始终与外界有着密

切联系。史前时代粟、青稞、小麦等物种在高原的培

植与传播，牦牛、山羊等适应高原自然条件动物的驯

化，早期金属器的冶炼等一系列重大的学术问题，都

不能避开青藏高原。目前国际学术界对于通过青藏高

原沟通西亚、中亚、南亚和东亚地区文化传播路线的

关注度，正在日益升温。

从青藏高原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论，它西北接

新疆，与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相联系 ；东连四川、云

南，与这一区域内的西南丝绸之路藏羌彝民族走廊等

相接 ；西南和南面与印度、尼泊尔、不丹、克什米尔

等南亚国家及地区相毗邻，在河谷峻岭之间有若干条

自然通道相通。青藏高原虽然自然条件高寒恶劣，但

却从来不能阻隔高原上各古代民族与外界交往交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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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协办

融的脚步。他们利用高原上无数“山结”“水脉”之

间形成的若干条主要干道和民间小道，充满智慧地选

择不同季节，避开风雪严寒，充分利用地形地势和水

草分布特点，一直维系着这些通道的畅通，并不断对

此进行开拓、改进和完善。直到如今，在青藏高原形

成的主要交通干道，其大体走向、重要关隘、出境口

岸等都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传统的古道相重叠。因此，

我们将这些在高原上形成的交通路网统称为“高原丝

绸之路”。

考古发现的《大唐天竺使出铭》，是迄今为止发

现的第一例中印交通、蕃尼交通路线上唐代使节王玄

策奉大唐朝廷之命出使天竺（今印度）的摩崖碑刻，

为印证、补充、完善文献史料所记述的中印交通路线

和文化交流史提供了重要考古实物。出土的吐蕃时代

大量金银器、丝绸、马具、黄金面具、珍宝装饰等，

既有东亚大唐文化的特点，也吸收了同时期波斯萨珊、

粟特系统和欧亚草原文化的艺术风格与造型，再现了

汉唐“高原丝绸之路”上各国使节、商队、高僧、军

士、工匠们经由青藏高原频繁往来中原的历史场景。

在可以直接为高原丝绸之路提供有力佐证的考古文物

当中，既有与“丝绸之路”这个概念直接相关的大量

汉晋、唐代的丝绸残片，也有欧亚大陆和海上贸易中

常见的宝石、珠玉、黄金面具等装饰品的组件。吐蕃

墓葬出土金银器中的器型有不少系仿制中亚地区波斯

萨珊王朝和粟特系统的金银器，还有最能体现欧亚草

原文化特色的大量装饰在金银器上的有翼神兽、大角

动物、马与骑手等纹饰图案。此外，近年来考古发现

的位于西藏边境地区古藏文题刻、佛教碑铭、铜钟、

佛寺建筑等遗存，也都同吐蕃时期与祖国中原地区以

及中亚、南亚的交通线路有关。

高原丝绸之路的开通，进一步密切了高原各民族

与祖国各地的文化交流与联系，成为输送中原文明进

藏的“主动脉血管”。西藏考古的新出土文物表明，

在堪称“汉唐盛世”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最为重要的发

展阶段，通过“高原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将中原

地区优秀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成果输送到了青藏高

原，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汉晋

时代的茶叶、丝绸等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中原地区物产

被高原古代部族视为珍贵之物。唐文成公主、金城公

主进藏带给吐蕃社会中原地区的文书、宗教礼仪、生

产工具、工艺技术、物种等历史记载和传说影响深远，

这些也都与高原丝绸之路的开通有着密切关系。

“高原丝绸之路”对于唐代吐蕃社会和吐蕃文明

的形成发展起到了特殊的促进作用。唐代吐蕃之所以

很快得以跨越其早期文化发展阶段，与它通过“高原

丝绸之路”迅速融入到当时最为重要、发达的亚洲文

明体系当中密不可分，从而加速了吐蕃社会由低级向

高级、从落后向先进的发展进程。正如学者多杰才旦

所论 ：“通过丝路吐蕃道，青藏高原腹地的古老文化

得以传播，周邻的文化还以吐蕃为中介而相互交流。

吐蕃文化所明显带有的多元化特点和多样性特征，是

吐蕃借鉴吸收先进文化的明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与来自其他文明的影响相比较，

为吐蕃社会和吐蕃文明打上了深刻烙印和“文化底色”

的，主要是来自唐朝的先进文化，而不是其他文明。

吐蕃最终融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大家庭，

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是历史长期

积淀的结果，更是包括吐蕃先民在内的西藏各族人民

经历漫长岁月的历史抉择。

“高原丝绸之路”始终是青藏高原文明融入到中

华文明体系强有力的联结纽带。唐代吐蕃在哲学、宗

教与思想观念等各方面都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吐蕃

政权建立之始在文化心理、文化认同和文化选择上都

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在这个客观事实的背后，更是映

射出吐蕃文化在深层脉理上与唐代中原文化之间的趋

同性、相融性和同质性，这是与吐蕃和其他国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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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考古实证西藏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

区之间发生的文化交流往来有着本质性区别之处。而

之所以产生这一结果，是与其通过“高原丝绸之路”

始终保持着高原各族人民与祖国各地血脉相连的紧密

联系及祖国各地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着“血液”“养

分”直接相关的。

西藏文物考古 
彰显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与治理

元、明、清各代，中央政府均对西藏地方实施了

直接有效的管辖和治理，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

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得力举措，也给后

世留存了大量重要的文物古迹。

吐蕃政权分裂之后，宋、五代时期西北地区深受

吐蕃文化和中原文化影响的各民族，在文化上并未

切断与西藏本土和中原之间的交流联系。随着新的朝

代、民族格局的转换与形成，这种交流和联系反而通

过更为广泛的区域间的民族融合、佛教传播、茶马贸

易等多种形式得到基层化、世俗化、同质化的演进发

展，深刻影响了元、明两代西藏与中原关系基本格局

的形成。元代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一个最为重要

的变化，是西藏从原来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再度走

向以政教合一为特征的统一和稳定，并纳入中央政府

直接管辖之下。而在这个过程中，西藏的僧俗庄园经

济迅速发展，各藏传佛教派别都通过积极寻求中央政

府的支持扶助来加强自身力量，特别是通过佛教文化

这个纽带来加强西藏与内地之间的交流与联系，从而

使得西藏的政治统一与经济发展、佛教文化的兴盛繁

荣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在文物考古方面也

遗留下了大量的证据。如元统领释教大元国师之印龙

钮玉印、元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龙钮

玉印、明永乐皇帝封授五世噶玛巴活佛大宝法王白玉

印等，都体现出元、明时期中央政府治藏方略的文化

特色。

明、清朝代建立之后，均采取了尊崇藏传佛教的

基本政策，在汉、满、藏、蒙古等民族关系以及西藏

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上都更加强化了宗教和政

治并行的治藏方略。尤其是清代通过由中央政府册封

达赖、班禅等藏传活佛转世制度，由中央政府肯定其

在西藏的地位。通过这些举措，西藏地方政权与明、

清两代中央政府的管辖隶属关系更加明确，从中央到

地方、在僧俗不同层面，汉藏关系都进入到一个新的

发展阶段。这个时期遗留下来的重要文物包括册封达

赖的金瓶、金册、金印等珍贵历史文物，以及流传于

民间的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文物。此外，明、清以来，

汉藏关系史上一个新的发展动向和趋势，即汉藏间的

双向文化交流也迅速发展，在清代达到高潮，无论从

建筑、器用、装饰艺术等各方面都有大量史迹可寻。

如著名的清代金奔巴瓶、清代达赖喇嘛金印、清代青

花莲托八宝纹盉壶、清代册封十一世达赖喇嘛金册等

一批重要文物，无不彰显出这一特色。

综上所述，西藏文物考古以其独特方式无可辩驳

地向世人宣示着西藏是各民族共同开发的，西藏历史

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藏族和其他各民族交流贯穿西

藏历史发展始终这一历史事实，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和意义。通过对西藏历史文物、文化遗存进行深度发

掘、生动呈现，可以深入研究阐释其所昭示的中华民

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从

而进一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助力全面贯

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作者为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责编 / 牛志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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